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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

根基”置于“十五五”时期战略任务的首位，明确提出“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文构建包含物质

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三种要素禀赋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系统探

究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及产业内技术内生选择对三次产业结

构转型的影响。模型从理论层面完整阐释了要素禀赋结构通过投资效应、收入效

应、要素相对价格效应对结构转型的驱动作用，为定量评估三种效应以及要素市

场化配置改革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提供了合适的分析框架。本文基于我国

1995—2018 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微观层面相关数据，对该模型进行数值模拟与反

事实分析发现：（1）在三种要素禀赋中，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推动中国结构转型与经

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其作用超过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长；（2）党

的十八大后，高技能劳动力对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3）要素禀赋驱动结

构转型的过程中，收入效应的影响显著高于投资效应与要素相对价格效应；（4）劳

动力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推动了实体部门的

扩张。本研究对于深入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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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

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若干战略任务的首位并作出系统部署。这一安排既凸

显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定位与关键价值，更为“十五五”时期推动

我国从“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跨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和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并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特别强调“推进

新型工业化”以及“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再次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坚强物质支撑”“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

止脱实向虚”“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避免割裂对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

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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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要素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配置效率直接决定了产业发展质量与经济运

行效能。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

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以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释放市场活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加快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建立

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功能完善的资本市场、流动顺畅的劳动力市场、转化高效

的技术市场，为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向纵深推进提供了遵循。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

程中，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既是破解要素流动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路径，也是

促进三次产业深度融合的重要保障，二者相辅相成、协同共进。

本文在理论层面研究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以及各要素市场的扭曲与改革对农业、工业

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型与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具体作用机制，并结合我国的宏微观

数据对这些机制的重要性进行定量评估，从而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深入探讨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问题。具体而言，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关键问题：要素禀

赋结构的动态演变如何影响产业间结构转型、产业内技术升级以及宏观经济增长？其具

体作用机制是什么？不同类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对三次产业的要素配置、产出增长

及结构调整分别产生何种效应？如何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为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提供持续动力？

首先，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三种生产要素，

以及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系统阐释了要素禀赋结

构变化影响产业内技术升级以及产业间结构转型的作用机制。在模型中，物质资本的积

累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增加一方面内生地推动了产业内适宜技术由密集使用低技能劳动

力向密集使用高技能劳动力升级，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产业间各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本

文的模型表明，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主要通过投资效应、收入效应与要素相对价格效应这

三个渠道影响结构转型。其中，投资效应指的是，物质资本要素的内生积累依靠投资品的

生产，经济体动态跨期优化决策则要求平衡好投资品的生产与消费品的生产，而这两个过

程对于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的投入需求存在巨大的结构性差异，并且不同生产要素对于三

次产业各自生产本身的影响也是非对称的，因此，要素禀赋结构会通过经济体整体投资率

的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体的结构转型。收入效应指的是，家户各期的总收入内生决定于

当期所拥有的各种要素禀赋的数量以及对应的要素回报率（要素相对价格），由于消费者

对不同产业产出的收入需求弹性存在异质性（服从恩格尔定律），因此当家户的各类生产

要素发生动态变化时，经济体的总收入会发生内生变化，对三大产业的总需求影响是不对

称的，从而影响结构转型。要素相对价格效应指的是，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之间的相对

稀缺性，进而影响要素的相对价格，这将通过两种途径影响结构转型：一是通过影响产业

内的要素偏向性的技术选择，从而内生决定产业之间技术水平的差异，然后间接影响三大

产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二是由于三大产业本身在要素密集度上存在异质性，从而要素相对

价格直接影响三大产业的单位生产成本，进而影响结构转型。

其次，1995—2018 年间我国实际 GDP 以年均近 10% 的速度快速增长，我国各类型要素

禀赋的动态变化一方面内生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产业结构由农业向工业以及服务业转

型，另一方面也内生地推动了各部门内部的适宜技术由适宜于低技能劳动力向适宜于高

技能劳动力转型升级。就我国三次产业的产业结构转型而言，已有不少研究对相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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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定量刻画（郭凯明等，2017）；就我国各产业内部的适宜技术转型升级而言，也有不

少研究探讨了劳动力要素变化如何影响各产业的技术升级（Imbert et al.， 2022；Che & 
Zhang，2018）。本文则首次将这两方面因素纳入统一框架进行定量分析。一般均衡的分析

框架使得本文能够基于中国 1995—2018 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微观层面的相关数据，在模

型基础上进行实证定量与反事实分析，从而深入刻画 1995—2018 年间中国要素禀赋结构

变化以及各要素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定量影响。

本文发现：（1）整体而言，相较于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物质资本

积累是推动 1995—2018 年中国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2）党的十八大之后，

高技能劳动力的增长对于推动结构转型的作用要比党的十八大之前更加重要；（3）要素禀

赋推动结构转型的三个效应中，收入效应的作用最为重要；（4）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

改革对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推动了实体部门（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扩

张。具体而言，2002—2018 年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了不同部门之间的工资收入

差距，并促使高技能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2010—2018 年物质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改革让资

本由服务业部门再配置到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并推动了这段时间工业部门的产出

增长。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结合相关文献阐述本文的主要贡献；第三部

分构建相关理论模型框架；第四部分讨论要素禀赋结构如何通过要素价格影响结构转型

以及技术选择；第五部分旨在结合我国 1995—2018 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微观调查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对相关参数进行校准和估计；第六部分是基于本文模型的数值模拟与反事实

分析；最后为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 文献述评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文献主要是关于结构转型以及适宜技术选择的研究。

（一）结构转型文献

现有研究主要从恩格尔效应以及鲍莫尔效应的角度解释结构转型。恩格尔效应强调

各部门需求收入弹性的异质性在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中的作用（Kongsamut et al.，2001；Bop‐
part， 2014；Comin et al.， 2021；李尚骜和龚六堂，2012；徐朝阳和张斌，2020）。随着家庭收

入水平的提高，收入需求弹性高的消费品支出份额上升，而弹性低的消费品支出份额下

降。鲍莫尔效应则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由于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导致要素的跨产业再配置，

即结构转型（Ngai & Pissarides， 2007），不同产业增加值份额的变化方向取决于不同产业之

间的替代弹性大于 1 还是小于 1。Acemoglu & Guerrieri （2008） 和 Alvarez-Cuadrado et al. 
（2017） 则分别放松了不同产业的要素密集程度相同以及生产要素之间的替代弹性相同的

假设，考察了物质资本积累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

其他相关研究还包括：徐朝阳和王韡（2021）考察了复合 CES 生产函数对于中国产业

结构转型的影响；颜色等（2018）研究了需求结构变迁对结构转型的影响；Garcia-Santana et 
al.（2021）、Guo et al.（2021）、Herrendorf et al.（2021）研究了投资结构变化对结构转型的影

响；Matsuyam（2009）、Uy et al.（2013）、王勇（2018）考察了国际贸易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王林

辉和袁礼（2018）考察了有偏技术进步的作用；Dekle & Vandenbroucke（2012）、Bai et al.
（2020）、盖庆恩等（2013）、徐朝阳和张斌（2020）、徐朝阳等（2020）分析了政府行为以及要

素市场化改革等因素对结构转型的影响；Fang & Herrendorf（2021）、Buera et al.（2022）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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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了带有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对结构转型的影响；吴涵和郭凯明（2023）在多部门贸易

的一般均衡框架下讨论了要素市场摩擦对结构转型的影响。

本文对于这支文献的最主要贡献在于构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与定量框架，在三维生

产要素的空间下，将要素禀赋驱动结构转型的不同逻辑机制同时加以刻画阐述，并且运用

我国的宏微观数据对这些机制的重要性进行定量评估，对各生产要素的市场扭曲与改革

如何影响结构转型也进行定量分析。

现有文献中同时刻画恩格尔效应与鲍莫尔效应的理论模型绝大多数都只包含单个生

产要素，而没有考虑多个要素与要素禀赋结构，并且在考察恩格尔效应时将收入水平及其

变化作为外生给定，在考察鲍莫尔效应时则将不同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作为外生给定。但

是现实中，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率都内生地受到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

化的影响：家户每一期的收入水平取决于其拥有的要素禀赋的数量以及各要素的回报率，

各部门的技术进步率亦受到要素偏向性的技术选择的影响。现有相关研究通常将各产业

内部的技术结构与技术进步率当作外生给定（Kongsmut et al.， 2001； Ngai & Pissaridies， 
2007； Henrredorf et al.， 2013），而本文模型中各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

变化。具体而言，各产业所使用的技术随着经济体劳动力技能结构的变化而从适宜于低

技能劳动力向适宜于高技能劳动力升级，进而影响结构转型。与此密切相关的文献至少

包括：林毅夫（2010）认为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均内生于该经

济体在该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和结构，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也将内生地推动产业内的技术

升级以及产业间的结构转型（Lin et al.，2023）。Ju et al.（2015）首次严格阐述了要素禀赋结

构的变化如何内生地推动了制造业内部不同子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

转型的经济学机制，但是该模型没有研究要素禀赋结构与收入效应、投资效应以及各子产

业内部技术选择的逻辑关系；王勇和沈仲凯（2018）考察了当不同产业收入需求弹性呈现

异质性时，每个产业内部的技术如何由劳动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升级与家

庭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内在关系。王勇和汤学敏（2021）在 Ju et al.（2015）的模型基础上进一

步引入产业间技能密集度的异质性，考察了内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与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之

间的关系。王勇等（2022）在 Ju et al.（2015）的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不同产业离各自世界

前沿技术差距的异质性，讨论了要素禀赋结构如何内生决定各产业最优研发创新与技术

进步率，进而影响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但所有这些研究都没有同时考虑内生于要素禀

赋结构的收入效应、投资效应以及要素相对价格效应，也没有从这些角度对中国的现实数

据进行定量评估。

（二）适宜技术选择文献

现有研究发现，由于不同经济体自身要素禀赋结构存在差异，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直

接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或者采取不适当的赶超发展战略，可能对经济体的发展绩效

带来负向影响。Acemoglu & Zilibotti（2001）发现生产技术与各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不匹配是

导致欠发达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主要原因。Caselli & Coleman
（2006）则指出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会选择使用更适宜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上

述研究主要探讨了经济体中不同技能劳动力与适宜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Basu & Weil
（1998）和 Lin（2003）则从资本与劳动的要素丰裕度的角度切入，探讨发展战略、技术选择

与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同样从资本和劳动与适宜技术选择之间的关系切入，León-
Ledesma & Satchi（2019）则从适宜技术选择的角度出发，解释了中期和短期劳动收入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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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趋势之间的背离。

此外，林毅夫和张鹏飞（2006）指出，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结构相一

致的技术结构，那么该国和发达国家之间在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人均产出上的差异就会变

得最小，林毅夫等（2006）则尝试在统一的技术选择框架内研究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三

位一体”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Lin et al.（2023）基于美国制造业层面的数据考察了要素禀

赋结构变化如何影响美国制造业内部产业的技术升级。

然而，上述研究大多基于单部门的理论框架，因此无法讨论结构转型问题。本文的主

要贡献在于将要素禀赋结构影响技术选择这一机制引入结构转型的多部门模型中，使得

文章能够同时定性与定量地分析产业内的适宜技术选择对于产业间结构转型的影响，以

及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对于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此外，关于适宜技术

的现有定量核算工作主要基于发达经济体的数据，而本文则主要使用中国的宏观层面数

据以及家户层面的微观数据研究其对结构转型的定量影响。

三、 理论框架

这一部分旨在构建一个定量的理论框架，用以分析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对于产业内适

宜技术选择以及产业间结构转型的影响。经济中存在农业 ( )a 、工业 ( )m 以及服务业 ( )s 三

个产业，定义 I = { a，m，s }为三个产业的集合。经济中存在测度为 1 的连续统的同质性家

户，代表性家户的效用函数如下：

∑
t = 0

∞

β t U ( )cat，cmt，cst

1 - μ

( )1 - μ
Lt （1）

其中，cat、cmt 与 cst 分别代表 t期每一个家庭成员对于农产品、工业品以及服务的消费，Lt

是 t 期每一个家户中的家庭成员的数量，β 为贴现因子，μ 为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经济体中

所有的市场都假设为完全竞争的。代表性家户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为：

Pat cat L t + Pmt cmt Lt + Pst cst L t + Pxt Xt ≤ wu
t Lu

t + ws
t Ls

t + ( )1 - τt rt K t + Tt （2）
其中，Pit 指代消费品 i ∈ I在 t期的价格，Pxt 指代总投资的价格指数，Xt 是经济体的总投

资数量，wu
t 指代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ws

t 指代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rt 代表利率，

Lu
t 代表经济体在 t 期的低技能劳动力数量，Ls

t 代表 t 期的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经济中劳动力

的总量 Lt = Lu
t + Ls

t，Kt 为 t 期经济体中的资本存量。∑i  ∈ I  Pit cit L t 为经济体的总消费，Pxt Xt

为经济体的总投资，τt 代表利率市场的扭曲，Tt 表示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每一期家户

的效用函数参照 Herrendorf et al.（2013）的研究满足 Stone-Geary 的形式：

U ( )cat，cmt，cst = ( )( )θc
a

1
σc ( )cat + c̄a

σc - 1
σc + ( )θc

m

1
σc ( )cmt

σc - 1
σc + ( )θc

s

1
σc ( )cst + c̄ s

σc - 1
σc

σc

σc - 1
（3）

其中，θc
i > 0 是常数，代表各类消费的效用权重，并且 θc

a + θc
m + θc

s = 1。σc > 0 是常数，

表示不同消费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c̄a < 0 和 c̄ s > 0 意味着服务业比农业消费品的需求收入

弹性更大（存在恩格尔效应）。不难得出家户对于各产业的消费支出份额 sc
it 分别如下：

sc
at = Pat cat

et

= θc
a P 1 - σc

at Λ t -
Pat c̄a

et

（4）
sc

mt = Pmt cmt

et

= θc
m P 1 - σc

mt Λ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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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
st = Pst cst

e t

= θc
s P 1 - σc

st Λ t - Pst c̄ s

et

（6）
其中，定义 Λt = ( )1 + Pat c̄a + Pst c̄ s

et
( )θc

a P 1 - σc
at + θc

m P 1 - σc
mt + θc

s P 1 - σc
st ，et 代表人均消费。参

考 Herrendorf et al.（2021）的研究，假设经济体投资品 Xt 由各产业的投资品以 CES 函数形式

生产加总得到：

Xt = ■

■
||||

■

■
||||( )Ax

at Xat

σx - 1
σx + ( )Ax

mt Xmt

σx - 1
σx + ( )Ax

st Xst

σx - 1
σx

σx

σx - 1
（7）

其中，Xit 反映了 t期产业 i的总产出中用于生产投资品的数量，Ax
it 代表产业 i的投资品生

产效率。①σx>0 是常数，表示不同投资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因此，投资品的价格指数 Pxt 以

及产业 i的投资占总投资的份额 sx
it 分别满足：

Pxt = ■

■

|
||
|
|
| ■

■

|
||
|
|
|∑i ∈ I( )Pit

Ax
it

1 - σx

1
1 - σx

，sx
it = Pit Xit

Pxt X t

= ( )Pit

Ax
it

1 - σx

∑i ∈ I( )Pit

Ax
it

1 - σx
（8）

参考郭凯明等（2020）的研究，供给侧各部门生产要素价格满足：

rt = rat1 + τr，at

= rmt1 + τrmt

= rst1 + τrst

（9）
wu

t = wu
at

1 + τu
wat

= wu
mt

1 + τu
wmt

= wu
st

1 + τu
wst

（10）
ws

t = ws
at

1 + τs
wat

= ws
mt

1 + τs
wmt

= ws
st

1 + τs
wst

（11）
τu

wit、τs
wit 以及 τrit 为产业 i在低技能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面临

的扭曲，是各部门交给政府的税率；分别反映了政府从服务业供给抑制的角度（徐朝阳和

张斌，2020）或是从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徐朝阳和林毅夫，2010）对低技能劳动力市场、高

技能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所施加的干预。各部门的生产函数参考 Caselli & Coleman
（2006）的研究，满足如下形式：

Yit = K αit
it [ ]( )Au

it Lu
it

ρi + ( )As
it Ls

it

ρi

1 - αit

ρi （12）
其中，Yit 代表了产业 i 的总产出，Kit 为产业 i 的资本投入，Lu

it 和 Ls
it 为产业 i 的低技能劳

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数量，Au
it 和 As

it 分别反映了产业 i 对于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

动力所使用的技术水平。 1/（1-ρi）代表在给定技术选择下两种劳动力间的替代弹性，

ρi ∈ (-∞，1 ]为常数。αit ∈ (0，1) 刻画了部门 i的资本收入份额。因此，各部门对三种生产要

素的需求分别满足：

rit K it = αit P itYit （13）
wu

it Lu
it = ( )1 - αit ( )wu

it

Au
it P l

it

ρi

ρi - 1
PitYit （14）

①　各行业在消费品与投资品中的占比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假设消费品和投资品的生产函数不同，消费结构和

投资结构的差异具体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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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
it Ls

it = ( )1 - αit ( )ws
it

As
it P l

it

ρi

ρi - 1
PitYit （15）

定义 Pl
it 为产业 i在 t期的劳动力综合成本函数，则 Pl

it 和 Pit 分别满足：

Pl
it =

■

■

|

|
||
|

| ■

■

|

|
||
|

|( )wu
it

Au
it

ρi

ρi - 1 + ( )ws
it

As
it

ρi

ρi - 1
ρi - 1

ρi

，Pit = rit
αit ( )Pl

it

1 - αit

α it
αit ( )1 - αit

1 - αit
（16）

参考 Caselli & Coleman（2006）的研究，假设各部门的技术选择集满足：

( )As
it

ϕi + γit( )Au
it

ϕi ≤ Bit （17）
其中，ϕi > 0 为常数，γit > 0，Bit > 0，它们决定了技术选择的边界。同时，假设 ϕi ρi -

( )ϕi - ρi < 0 以保证内点解存在。各部门厂商适宜技术选择满足：

( )As
it

Au
it

ϕi - ρi

= γit( )Ls
it

Lu
it

ρi

（18）
在技术外生给定（As

it 和 Au
it 均已外生给定）的情况下，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之

间的替代弹性为 1/ ( 1 - ρi )。如果 ρi ∈ (0，1 ]，则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相互替

代；如果 ρi ∈  (-∞，0 )，则二者互补。而在技术内生选择的情况下，我们有：

dln ( )Lu
it Ls

it

dln ( )wu
it ws

it

= ϕi - ρi

ϕi ρi - ( )ϕi - ρi

（19）

如果
ϕi ρi

ϕi - ρi

∈ (0，1 ]，则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间相互替代；如果
ϕi ρi

ϕi - ρi

∈ (-∞，0 )，
则二者互补。定义 κit ≡ As

it Au
it，因此部门 i的适宜技术选择 { As

it，Au
it }满足：

As
it = ( )Bit κit

ϕi

κ it
ϕi + γit

1
ϕi

（20）

Au
it = ( )Bit

κit
ϕi + γit

1
ϕi

（21）
设 δ为资本的折旧率，则经济体资本积累的过程满足：

Kt + 1 - ( )1 - δ Kt = Xt （22）
市场均衡：给定经济体第 t期拥有的要素禀赋 Lu

t、Ls
t、Kt，以及政府针对各部门要素市场所

征收的税率 { τu
wit，τs

wit，τrit }i ∈ { }a，m，s 和储蓄市场的利率扭曲 { τt }，市场均衡下家户的消费与投资决

策由 { cit }i ∈ { }a，m，s 以及 { Xt }刻画。{ Lu
it，Ls

it，Kit }i ∈  { }a，m，s 反映了各产业的三种要素投入，{ Yit }i ∈ { }a，m，s

为各产业的总产出，{ Xit }i ∈  { }a，m，s 为投资品生产过程中各类投资品的投入。{ Pxt }为投资品价格，

{ Pit }i ∈ { }a，m，s 为各类产品的价格， { wu
t，ws

t，rt }则为三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均衡情况下：

1. 给定各产业产品价格 { Pit }i ∈ { }a，m，s 、要素价格 { wu
t，ws

t，rt }、利率市场上的扭曲 { τt }以及

政府的转移支付 { Tt }，家户进行消费决策 { cit }i ∈ { }a，m，s 和投资决策 { Xt }以最大化自身效用。

2. 给定投资品价格 { Pxt } 以及各类产品价格 { Pit }i ∈ { }a，m，s ，投资品部门最大化自己的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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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定各产业产品价格 { Pit }i ∈ { }a，m，s 、各产业要素市场所面临的税率 { τu
wit，τs

wit，τrit }i ∈ { }a，m，s 以

及要素价格  { wu
t，ws

t，rt }，各产业厂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

4.劳动力市场出清：Lu
at + Lu

mt + Lu
st = Lu

t ，Ls
at + Ls

mt + Ls
st = Ls

t。

5.资本市场出清：Kat + Kmt + Kst = Kt。

6.各部门最终品市场出清，其中：Yit = cit L t + Xit。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部门 i 在总产出中的比重为 sx
it

Pxt X t

∑
i

P itYit

+ sc
it (1 - Pxt Xt

∑
i

P itYit

)。禀赋

结构和要素相对价格影响结构转型的途径可以划分为投资效应、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

投资效应为通过总投资品价格影响
Pxt Xt

∑
i

P itYit

，收入效应为通过改变居民总收入影响 sc
it（恩格

尔效应），价格效应为通过{ }Pst

Pat

，
Pmt

Pat

来影响 sx
it 和 sc

it。

四、 理论分析

要素价格是要素禀赋结构影响适宜技术选择以及产业结构转型的核心过程变量。从

供需均衡的角度看，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其相对价格的变化，例如，随着高技能

劳动力的增多，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会下降，进而影响产业内的技

术选择以及不同产业的结构变化。由于理论上难以得到关于禀赋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

显式关系，本部分将分析在考虑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的情况下，要素价格以及要素市场扭

曲对于不同产业适宜技术选择、产品价格以及各类型要素配置的影响，并探讨其与技术水

平外生给定情况下的不同，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要素禀赋结构影响产业结构转型的机制。

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由于资本市场税率的变化并不直接影响产业内适宜技术的内生选

择，因此，本部分的理论分析聚焦于高技能劳动力市场税率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低技能

劳动力市场税率的分析与之类似。

首先，就要素相对价格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对于各产业内部适宜技术选择的影响而言，

结合（14）式、（15）式和（18）式，可以得到：

κit ≡ As
it

Au
it

= ■

■
||||

■

■
||||

(1 + τs
wit )ws

t

(1 + τu
wit )wu

t

ρi

ϕi ρi - ( )ϕi - ρi γ
1 - ρi

ϕi ρi - ( )ϕi - ρi

it （23）
其中，ϕi ρi - ( )ϕi - ρi < 0。因此，从（23）式中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经济体整体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相较于高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上升，将

影响经济体各产业的适宜技术选择。在给定外生扭曲的情况下，当经济体整体的要素价

格水平
ws

t

wu
t

伴随禀赋结构变化而上升时，将导致 κit ≡ As
it Au

it 下降。

从（16）式中可以得知产业 i的价格水平满足：

Pit =
( )rit

αit

■

■

|

|
||
|

| ■

■

|

|
||
|

|( )wu
it

Au
it

ρi

ρi - 1 + ( )ws
it

As
it

ρi

ρi - 1
( )1 - αit ( )ρi - 1

ρi

α it
αit ( )1 - αit

1 - αit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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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整体的要素价格 { wu
t，ws

t，rt }和劳动力市场上的税率 { τu
wit，τs

wit }不仅内生决定适宜

技术选择，还决定了产业 i的价格水平，同时内生技术选择也会影响产业 i的价格水平。因

此，在产业内适宜技术内生的情况下，经济体整体的要素价格对产业 i 价格水平的影响关

系不同于技术外生的情况。基于（24）式可以得到：

Pit =
( )rit

αit wu
it
( )1 - αit

■

■

|

|
||
|

| ■

■

|

|
||
|

|1 + ( )ws
it

wu
it κit

ρi

ρi - 1
( )1 - αit ( )ρi - 1

ρi

α it
αit ( )1 - αit

1 - αit( )Bit

κit
ϕi + γit

( )1 - αit

ϕi

（25）

其中，κit 与 τs
wit 负相关，而与 τu

w，it 正相关。因此，以高技能劳动力市场为例，不同于技术

水平外生的情况，τs
wit 的增加还将导致 κit 的下降，从而导致产业 i更多地使用偏向于低技能

劳动力水平的技术，同时高技能劳动力所使用的技术水平 As
it 下降，从而影响价格水平 Pit。

接下来我们讨论各类型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就资本市场而言，产业 i 与产业 j 的
物质资本之比满足：

Kit

K jt

= ( )1 + τrjt

1 + τrit ( )αit

α jt ( )PitYit

P jtY jt

（26）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假设各产业 ρa = ρm = ρs = ρ以简化分析，则产业 i与产业 j的技能 ω

劳动力之比满足：

Lω
it

Lω
jt

= ( )1 + τω
wjt

1 + τω
wit ( )1 - αit1 - αjt

■

■

|

|
||
|

| ■

■

|

|
||
|

|wω
it ( )Aω

it P l
it

wω
jt ( )Aω

jt P l
jt

ρ
ρ - 1 ( )PitYit

P jtY jt

（27）

比较（26）式以及（27）式可以得知，在给定外生扭曲时各类要素价格对于各产业资本配

置、各技能劳动力配置的影响。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价格对各产业间资本、劳动力配置的影

响不同：对于资本配置而言，结合（26）式以及上文分析，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价格通过影响不

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 Pit P jt 进而影响资本在不同产业之间的配置。对于劳动力市场配置

而言，结合（27）式，禀赋结构、要素相对价格除了直接通过影响不同产业产品的相对价格

Pit P jt 之外，还会通过产业内生适宜技术选择影响
wω

it ( )Aω
it P l

it

wω
jt ( )Aω

jt P l
jt

，从而影响各产业不同技能劳

动力的配置。下面将结合数据对模型进行校准，从而将本部分的分析做进一步细化。

五、 参数的校准和估计

参数的校准主要包括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部分，使用到的数据包括世界投入产出表

数据库（WIOD）、中国 2015—2018 年间的投入产出表、CIP（China Industrial Productivity）数

据库、《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家

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参考颜色等（2018）的研究，设定贴现

率 β = 0.96，资本折旧率 δ = 0.1，同时参考 Garcia-Santana et al.（2021）的研究，设定风险厌

恶系数 μ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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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

首先以 1995 年为基期，将基期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均 GDP 以及各产业产品的价格指数

标准化为 1，将任一年与基期年（1995 年）的产业名义增加值之比除以实际增加值之比作为

产业产品的价格。各部门的资本投入以各部门实际固定资本存量衡量（其中，针对中国实

际固定资本存量的数据，我们基于 CIP 数据库加以更新），低技能劳动力投入（初中及以下）

以及高技能劳动力投入（高中及以上）则以就业人员数衡量。各产业的资本收入份额 αit 校

准到投入产出表数据中各部门资本收入份额在名义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不同技能劳动

力在各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直接来自 WIOD 数据库。

1995—2009 年中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就业人员数量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库

中包含的 SEA 数据，2010—2018 年就业人员数量则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95—
2009 年各部门的就业人员中，各技能劳动力就业人数的计算直接基于 SEA 数据。而

2010—2018 年各产业内部各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人数则基于 2010—2018 年的《中国劳动统

计年鉴》，后者公布了中国历年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以及按行业分城镇就

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的相关数据。考虑到《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在行业分类方面发生过

口径调整，本文在使用其 2010—2018 年数据时分行业按口径进行比例调整。

1995—2010 年中国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资本投入数据同样来自 CIP 数据库，2011—
2018 年各产业资本投入则基于历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2011—2018 年资本投

入相关数据的构建方式参考 CIP 数据库中的构建方式，2011 年后历年的《中国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年鉴》公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的新增固定资产（不含农户）以及农户按主要行业

分的投资额。我们假设各年农村分行业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与城镇相同，进而计算出农

户按主要行业分的新增固定资产。2011 年之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直接来自国家统计

局，1995—2010 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则直接来自 CIP 数据库。1995—2012 年各产

业劳动收入份额来自 SEA 数据库，2013—2018 年各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则在 SEA 数据库的

基础上，基于中国的 2015 年、2017 年以及 2018 年投入产出表插值计算得到。

给定生产函数形式，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各部门内部的要素投入，从而影

响结构转型。在本文的理论框架下，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还将影响部门内厂商的适宜技

术选择，进而影响经济体内各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在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内生的情况下，

由于 ωi 以及 ρi 无法分开识别，因此，参考 Katz & Murphy（1992）的研究，取 σi = 1 (1 - ρi ) =
1.4。①给定各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其生产选择使用的适宜技术 ( As

it，Au
it )满足：

As
it = Y

1
1 - αit

it K
- αit1 - αit
it

Ls
it ( )ws

it Ls
it

wu
it Lu

it + ws
it Ls

it

1
ρi

（28）

Au
it = Y

1
1 - αit

it K
- αit1 - αit
it

Lu
it ( )wu

it Lu
it

wu
it Lu

it + ws
it Ls

it

1
ρi

（29）
为了刻画出 1995—2009年间各产业世界技术前沿的变化，基于（18）式有如下回归式：

log As
int

Au
int

= ρi

ϕi - ρi

log Ls
int

Lu
int

+ 1
ϕi - ρi

log γint （30）
其中，下标 i表示第 i个部门，下标n表示第n个经济体，基于回归残差得到 log γint。

①　关于 σi 取值的稳健性检验，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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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得到 ϕa = 0.403，ϕm = 0.415，ϕs = 0.409。同时，ϕa > ρa，ϕm > ρm，ϕs > ρs，意味着高

技能劳动力越是丰裕的经济体，各部门整体上更倾向于使用适合于高技能劳动力的技术。

同时，基于上述回归式，可以校准得到各经济体各产业 γint 以及 Bint 的数值。

图 1 展示了 1995 年以及 2009 年两个时间点中美各产业内部技术的升级以及技术前沿

的演化。其中长虚线表示中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所在的技术选择集，短虚线表示美国

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所在的技术选择集。可以看到，在这两年，中美在各产业都存在一

定的技术差距（体现在技术前沿 Bint 上的差距），而且中国在各产业内部的技术选择都更偏

向于使用低技能劳动力，这也符合两国在不同技能劳动力禀赋结构上的差异。此外，定量

结果显示，1995—2009 年这段时间内，中美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技术前沿的差距分别

缩小了 12.90% 和 2.25%。

图 1　中美 1995年和 2009年各部门技术前沿对比

注：各行业 i的高技能劳动力偏向指数为 log As
i ，低技能劳动力偏向指数为 log Au

i 。

为了校准不同行业之间的外生扭曲 { τu
wit，τs

wit，τrit }i ∈ { }a，m，s ，需要计算不同行业的资本租金率

差异、低技能劳动力工资率差异和高技能劳动力工资率差异。1995—2018年各部门资本租金

率由各部门的资本收入除以该部门的资本投入计算得到。图 2展示了 1995—2018年间各产

业的资本租金率随时间的变化，可以看到：首先，资本租金率在三次产业之间呈现较大异质性。

1995年时，服务业最高，而工业与农业基本持平，但是到 2018年，农业最低，而工业与服务业基

本持平。尤其是 2002—2010年间，三次产业在资本租金率上的差异迅速放大，其中工业的资

本租金率整体上升较快，农业则刚好相反，呈快速下降趋势。其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

后，三个部门的资本租金率都开始单调下降，其中工业的资本租金率下降最为明显。①

①　背后的原因可能与 4 万亿元刺激政策有关，具体对应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和原银监会 2009 年出台的《人民银

行、银监会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Bai et al.，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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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995—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资本租金率的变化趋势

1995—2009 年不同技能劳动力的工资率基于各部门该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与该技

能劳动力投入的比值，2010—2018 年各部门的不同技能劳动力工资率则基于 CFPS 相应年

份的微观调查数据。图 3 展示了 1995—2018 年间中国工业部门以及服务业部门各技能劳

动力工资率与农业部门各技能劳动力工资率之间的比值，其中农业部门各种技能劳动力

的工资率标准化为 1。可以看到 2002 年之前，工业与服务业的工资率与农业相比差距呈不

断放大的趋势，但是 2002 年之后，差距总体呈不断缩小的趋势，其中 2009—2010 年短暂大

幅上升。无论是高技能劳动力，还是低技能劳动力，农业的工资率在整个时期都是最低

的，而服务业的工资率在 1995—2010 年间均低于工业且差距相对稳定，但是 2011 年开始

高于工业。

图 3　1995—2018年工业以及服务业相对农业各技能劳动力工资率比值的变化趋势

（二）需求侧

参考 Herrendorf et al.（2013），本文根据（4）—（6）式进行回归，进而估计出家户效用函

数的相关参数。1995—2009 年各产业价格取自 SEA 数据库，而 2010—2018 年各产业产品

价格的构建方式则参考颜色等（2018）。同时，从（8）式中可以得到：

sx
it = Pit Xit

Pxt X t

= ( )Pit

Ax
it

1 - σx

∑i ∈ I( )Pit

Ax
it

1 - σx
= ( )1

Ax
it

1 - σx( )Pit

Pxt

1 - σx

（31）

不失一般性，假设 Ax
it = Ax

i0 exp ( gx
i t )，gx

i 为部门 i 投资品生产效率的外生增长率。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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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o et al. （2021）的假设类似，进而得到：

log ( )sx
at

sx
mt

  = ( )1 - σx log  ( )Pat

Pmt

- λ a t - ζa （32）

log ( )sx
st

sx
mt

  = ( )1 - σx log  ( )Pst

Pmt

- λ s t - ζs （33）
其中，λ i = ( )1 - σx ( gx

i - gx
m )，为投资品相对份额的外生变化率，ζi = ( )1 - σx log ( Ax

i0 Ax
m0 )，

并且 i ∈ { a，s }。表 1 汇总了需求侧关键参数的估计结果。

表 1 1995—2018 年间中国消费品效用函数和投资品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

消费

变量名

σc

c̄a

c̄ s

θc
a

θc
m

θc
s

观测值

估计结果

1.039***

（0.000）
-0.149***

（0.000）
0.301***

（0.000）
0.019***

（0.000）
0.250***

（0.000）
0.731***

（0.000）
24

变量名

σx

λa

λ s

ζa

ζs

观测值

投资

估计结果

0.454***

（0.096）
0.048***

（0.007）
-0.026***

（0.009）
2.886***

（0.000）
2.023***

（0.000）

24
注 :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其中，σc > 1 说明三部门在消费上呈（弱）替代关系，而 σx ∈ (0，1) 则意味着农业部门、

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投资品之间呈互补关系。λ a > 0，意味着在投资品生产过程中农

业部门投资品的生产率水平的增长率要高于工业部门，而 λ s < 0，说明工业部门生产率水

平的增长率要高于服务业部门。

六、 数值模拟

本节旨在基于上文动态一般均衡的定量框架以及相关数据，定量评估禀赋结构变化

对于中国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1）要素禀赋结构

通过哪些机制渠道影响结构转型？（2）要素禀赋结构包含资本、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

力三类要素，哪一类要素的变化是驱动结构转型更重要的因素？（3）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外

部扭曲变化如何影响结构转型？

（一）各产业部门结构转型的驱动力比较

投资效应、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广延边际效应（投资效应）和集约

边际效应（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我们首先比较了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如何通过广延边

际效应以及集约边际效应影响结构转型。为量化集约边际效应，参考 Garcia-Santana et 
al. （2021），将广延边际效应关闭（假设经济体的投资率始终保持在 1995 年的水平）。类

似地，为了评估广延边际效应，我们将集约边际效应关闭（假设经济体整体的收入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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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要素相对价格保持不变，仅保留经济体投资率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图 4 展示了相应的

结果。可以看到，相较于广延边际效应，集约边际效应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体结构转型

的过程。

图 4　要素禀赋结构变化通过广延边际效应与集约边际效应影响结构转型

在集约边际效应内部，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一方面推动了经济体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

另一方面也通过要素相对价格影响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以及商品的总价格，从而影响结

构转型。因此，为了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通过影响收入的增长影响结构

转型，我们将经济体各产业的要素价格以及各产业所使用的技术维持在 1995 年的水平，探

究收入效应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为了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如何通过影响要素相对价

格进而影响结构转型，我们将经济体的总收入水平维持在 1995 年的水平，仅保留要素相对

价格变化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图 5 展示了相应的结果，可以看到，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主

要是通过收入效应影响了结构转型。

图 5　要素禀赋结构通过收入效应与要素相对价格效应影响结构转型

（二）禀赋结构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

本小节在本文构建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上，定量评估各类要素禀赋结构变

化对于中国的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要素禀赋结构变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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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内生地影响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 { As
it，Au

it }，进而影响经济体的结构转型以及经济增

长。为了分析三类生产要素对于经济体结构转型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我们分别将

其他类型的生产要素维持在基期的水平，仅保留该类型要素的变化对于结构转型的

影响。

以 1995 年各产业产品价格作为基期价格，模型中的实际 GDP 为各部门实际产出的加

总，图 6 展示了三种要素禀赋对于各部门实际产出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整体而言，相较于

各技能劳动力的增长，物质资本积累是解释 1995—2018 年间各部门实际产出增长更为主

要的原因。而且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力的变化，无论是对于经济整体实际 GDP 还

是对于各部门实际 GDP 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低技能劳动力与高技能劳动

力的两条曲线几乎是重合的）。

图 6　不同类型禀赋结构变化对于 1995—2018年中国各部门实际产出增长的影响

为了理解影响各部门各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的不同机制，需注意有如下等式：

Lω
it

Lω
jt

= ( )1 + τω
w，jt

1 + τω
w，it ( )1 - αit1 - αjt

■

■

|

|
||
|

| ■

■

|

|
||
|

|wω
it ( )Aω

it P l
it

wω
jt ( )Aω

jt P l
jt

ρ
ρ - 1 ( )PitYit

P jtY jt

Lω
it Lω

jt 刻画了 i 部门与 j 部门在 ω 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之比随时间的变化趋势，其中，

i，j ∈ { }a，m，s ，ω ∈ { u，s }，(1 + τω
w，jt ) (1 + τω

w，it )刻画了 ω 技能劳动力在 j部门与 i部门之间的流

动壁垒之比对于相关技能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结构转型）的影响，(1 - αit ) (1 - αjt )刻画了

相关部门劳动收入份额之比的影响，[ ]wω
it ( )Aω

it P l
it

ρ
ρ - 1 ■

■
■
■wω

jt ( )Aω
jt P l

jt

ρ
ρ - 1

刻画了禀赋结构变

化所推动的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对于相关技能劳动力的跨部门配置的影响，PitYit P jtY jt 则刻

画了各部门增加值份额变化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其中包含了资本以及各技能劳动力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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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的收入效应、各部门相对价格变化带来的价格效应以及经济体投资率变化带来的投资

效应的影响。

本文发现，在基准框架下，2018 年工业部门低技能劳动力与农业部门低技能劳动力之

比的对数值是 1995 年的 1.6 倍（2018 年工业部门低技能劳动力与农业部门低技能劳动力之

比变为 1995 年的 4.95 倍），在这 1.6 倍的增长中，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市场扭曲

的变化解释了接近 40%，而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名义增加值的变化则解释了超过 50%。对

于服务业而言，基准框架下 2018 年服务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低技能劳动力之比的对数值变

为 1995 年的 1.61 倍（2018 年服务业与农业低技能劳动力之比变为 1995 年的 5 倍），其中两

个部门的名义增加值的变化解释了超过 90% 的差异。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结论与低

技能劳动力类似。图 5 表明收入效应是各部门名义增加值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收入

效应也是各技能劳动力在不同部门就业比重变化的主要原因。①
（三）要素市场化改革

本节主要探讨要素市场化改革对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定量影响。

1. 劳动力市场

从 2002 年开始，相同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流动壁垒呈总体下降趋势。为

了分析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于结构转型的影响，我们以本文模型为基础进行反事实

分析。表 2 对比了发生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与不发生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劳动力市

场在部门间的流动壁垒维持 2002 年的水平）的相关结果。

表 2 劳动力市场化配置改革对结构转型的影响

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低技能劳动力投入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产出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资本投入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农业

-2.95%
-0.93%
-0.46%
农业

-38.07%
-32.44%
-28.70%

农业

-14.94%
-12.25%
-12.77%

农业

-1.55%
-3.35%
-3.10%

工业

-1.65%
-8.10%
-8.19%
工业

24.54%
22.03%
15.58%
工业

14.52%
10.14%
10.39%
工业

-14.23%
-12.65%
-12.73%

服务业

4.60%
9.03%
8.64%
服务业

13.53%
10.41%
13.12%
服务业

0.42%
2.12%
2.38%
服务业

15.79%
16.00%
15.83%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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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对比了三种情况。基准模型考察的是技术水平内生且劳动力市场发生改革的现

实情形。反事实分析考察的是无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情形，指的是将 2002 年之后各部门

之间劳动力的流动壁垒始终维持在 2002 年的水平，其中各产业内的技术水平再分为

( Au
it，As

it )内生选择与外生给定这两种情况。从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重来看，劳动力市场

化改革与否对于工业与服务业影响非常大：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工业中的高技能

劳动力投入比重将显著下降（从-1.65% 变为-8.10% 或-8.19%），而服务业中的高技能劳动

力投入比重将显著上升（从 4.60% 上升到 9.03% 或者 8.64%）。从低技能劳动力的投入比重

来看，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提高了工业与服务业中低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占比，降低了农业中

的低技能劳动力比重。从三个产业的产出比重的变化来看，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让工业产

出比重提高了 14.52%-10.14%=4.38%，让农业产出比重减少了 2.69%，让服务业产出比重

减少了 1.7%。换言之，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工业部门产出比重的增加。

如果我们比较产业技术外生给定及产业技术内生选择两种情况，可以看到，相对于技术

外生，技术内生会放大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对各技能劳动力在服务业比重变化的影响。具体

而言，在技术外生给定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将使得高技能劳动力在服务业的比重变

化-4.04%（4.6%-8.64%），低技能劳动力在服务业的比重上升 0.41%（13.53%-13.12%），而在

考虑技术内生调整的情况下，这两个比重的变化分别为-4.43%（4.6%-9.03%）和 3.12%
（13.53%-10.41%）。

2. 资本市场

2010 年之后我国农业以及工业的资本租金率相较于服务业的资本租金率不断降低，①
表 3 对比了有资本市场化改革且各部门技术内生（基准模型）、无资本市场化改革且技术内

生以及无资本市场化改革且技术外生这三种情形。其中，无资本市场化改革是指资本在

各部门之间的流动壁垒维持在 2010 年的水平。可以看到，如果没有资本市场化改革，农业

部门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下降而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上升，工业部门低技能劳动

力就业份额和高技能劳动力份额有所上升，服务业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份额和高技能劳

动力的就业份额均会有所下降。

表 3 资本市场化配置改革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低技能劳动力投入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产出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农业

-2.95%
-2.92%
-2.92%
农业

-38.07%
-38.20%
-38.20%

农业

-14.94%
-14.84%
-14.84%

工业

-1.65%
-0.80%
-0.80%
工业

24.54%
25.28%
25.28%
工业

14.52%
10.56%
10.56%

服务业

4.60%
3.71%
3.71%
服务业

13.53%
12.92%
12.92%
服务业

0.42%
4.28%
4.28%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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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投入比重变化

基准模型

适宜技术选择—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技术外生给定—无资本市场化改革

农业

-1.55%
-2.70%
-2.70%

工业

-14.23%
-23.47%
-23.47%

服务业

15.79%
26.17%
26.17%

续表 3

表 3 显示，如果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没有发生，则农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的资本投

入比重都会下降，服务业部门资本投入则会上升。其中，农业部门的资本投入比重由基准

模型中下降 1.55% 转变为下降 2.70%，工业部门资本投入比重由基准模型中下降 14.23% 转

变为下降 23.47%，服务业部门的资本投入比重由基准模型中上升 15.79% 转变为上升

26.17%。换言之，2010—2018 年间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投入由服

务业部门转向实体部门（农业部门以及工业部门）。就产出比重而言，改革降低了服务业

的产出比重，促进了工业部门产出的增长。同时，由于本模型中各产业资本投入并不直接

影响各产业内适宜技术的选择，因此，对于资本市场化改革而言，技术外生给定或是技术

内生选择的定量影响区别不大。

（四）党的十八大以来增长动能变革

表 4 对比了党的十八大前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变化，通过逐一保留单一类型要素禀

赋变化以测算其对中国各产业的影响。可以看到，党的十八大之前高技能劳动力要素的

变化对于三次产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的变化的解释力显著地不及物质资本要素的解释力，

而且对服务业的名义增加值份额的解释力甚至不如低技能劳动力要素。但是党的十八大

之后，高技能劳动力要素对服务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变化的解释力不仅超过了低技能劳动

力要素，而且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这说明党的十八大之后高技能劳动力要素对于结构

转型的作用比党的十八大之前更为重要。

在解释三次产业的低技能劳动力份额变化方面，物质资本要素的作用在党的十八大

之前显著优于劳动力要素，但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作用总体差于低技能劳动力要素。

同样地，在解释三次产业的高技能劳动力份额变化方面，物质资本要素的作用在党的十八

大之前也显著优于劳动力要素，但是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其对服务业的作用差于高技能劳

动力要素。这也反映出党的十八大之后，高技能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对于推动中国经济结

构转型而言，变得更加重要。

表 4 党的十八大前后各类型要素禀赋对于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

党的十八大之前

增加值份额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低技能劳动力份额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11.80%
-2.21%
14.01%

-21.54%
13.14%
8.39%

-11.57%
-2.20%
13.77%

-20.92%
12.81%
8.10%

-13.11%
4.74%
8.37%

-26.49%
19.81%
6.69%

-12.87%
4.54%
8.33%

-25.73%
19.25%
6.49%

基准模型 仅资本要素变化 仅低技能劳动力变化 仅高技能劳动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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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能劳动力份额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党的十八大之后

增加值份额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低技能劳动力份额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高技能劳动力份额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0.87%
4.96%

-4.09%

-1.58%
-2.10%
3.68%

-4.78%
1.78%
3.00%

-1.83%
-5.48%
7.31%

-0.72%
5.02%

-4.30%

-2.70%
-1.99%
4.68%

-8.15%
3.69%
4.46%

-2.42%
-5.63%
8.05%

-1.58%
11.63%

-10.05%

-1.91%
-0.76%
2.68%

-6.02%
3.41%
2.61%

-1.98%
-4.35%
6.33%

-1.42%
11.49%

-10.07%

-3.01%
-0.82%
3.83%

-9.36%
5.23%
4.14%

-2.56%
-4.65%
7.21%

续表 4

基准模型 仅资本要素变化 仅低技能劳动力变化 仅高技能劳动力变化

七、 结论与政策启示

高质量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现代化产业

体系建设的基础性支撑与内在决定因素，其动态演进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的路径与效

能。现有文献在分析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时，对于要素禀赋结构影响结构转型的

作用机制的认识并不全面，通常将生产要素的积累与技术进步视为互不相关的独立因

素。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从理论机制上完整阐述了要素禀赋结构推动结构转型

的三种作用渠道，并且重点突出了要素禀赋结构对于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的内生影响

以及要素禀赋结构的收入效应渠道，详细阐述了具体的作用机制，刻画了要素禀赋结构

在驱动技术进步、促进结构转型与拉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对于深入理解现

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路径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

意义。

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物质资本、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三类生产要素

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用以分析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结构转型机制。模型融合了

各部门在资本密集度与技能密集度上的双重异质性、产业内部对适宜技术的内生选择

机制以及要素市场的摩擦因素，并同时考察了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动对于结构转型的

三种效应：投资效应、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其中，投资效应从动态与静态双重视角，揭

示了消费与投资的结构性差异对三大产业转型的影响，并进一步阐释了其如何通过内

需结构（消费—投资比例）作用于资本积累与产业结构的变迁；收入效应体现为家户的

收入内生决定于其要素禀赋结构以及对应的要素价格，与此同时家户对于三大类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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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齐次偏好，因此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会内生带来家户收入的差异，从而通过恩格

尔定律的收入效应影响对不同部门产品需求的非对称变化，进而影响结构转型；价格效

应体现为要素相对价格不仅内生影响各产业内部的技术选择以及技术进步率，而且由

于各部门之间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也直接影响各部门的成本结构从而影响要素的跨部门

配置。

除了在定性方面的理论贡献外，本文的另一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可用于定量评估

上述三种效应以及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对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构性分析框

架。基于我国 1995—2018 年间的宏观与微观数据，本文开展了数值模拟与反事实分析，

进而对各机制的重要性进行了定量评估。为简化分析，本文采用结构转型文献的通行

做法，构建了封闭经济体模型，未明确纳入开放经济的影响（Uy et al.， 2013）。若引入国

际贸易与贸易政策，要素禀赋结构的作用将新增 HO 模型所蕴含的国际分工机制，贸易

政策亦可能通过内生贸易条件影响禀赋驱动的结构转型（王勇，2018）。此外，后续的研

究在本文框架基础上至少还可以从以下方向做进一步的拓展：一是要素禀赋结构对内

生研发创新与技术模仿的影响机制；二是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投资的协调路径，以推动

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内生转化，助力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王勇和汤学敏，

2021）；三是将数据要素作为新一类的生产要素纳入分析，进而考察数字技术与数字经

济对结构转型的影响（王勇等，2022）。本文的研究为上述方向的更深入探索奠定了

基础。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加快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

关键支撑作用，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一是应加速推进各类生产要素的市场制度建设，筑牢现代化产业体系制度基础。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高效运转依赖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要素市场。当前，我国商品和服务

价格已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但是土地、不同技能的劳动力、资本、数据等要素市场的发育

程度与效率依然相对滞后，成为阻碍要素配置效率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突出短板。

现有相关理论文献往往采用单要素模型、单部门模型或是没有同时考虑要素禀赋结构产

生的不同效应，从而系统性地低估了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动的影响，以及各要素市场化配

置效率提升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各类型生产要素的

配置效率都会直接影响产业内适宜技术选择与技术进步率以及产业结构转型，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是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应健全要素市场运行机制，

进一步完善要素交易规则和服务，提升要素交易监管水平，破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

机制障碍，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这将有利于推动产业结

构优化、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物质和技术

基础。

二是应重视引导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并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更加

可靠的人才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技能劳动力对结构转型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然

而，户籍制度及其附着的社会福利差异、跨区域社会保障政策接续不畅、专业技术资格认

定壁垒等，仍是影响劳动力有效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因此，应顺应产业升级需要，加大人

力资本投资，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特别是强化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技能教育，扩

大高技能人才供给。同时，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

源市场体系，完善跨区域就业、社会保障接续政策，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整体性地降

47



王　勇等：禀赋结构、适宜技术与结构转型

低各种技能劳动力的流动成本。

三是应加速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资本供给。本文的研

究表明，1995—2018 年间，相较于劳动力要素，物质资本要素的积累对于驱动我国的结构

转型和经济增长具有主导作用。因此，需重点加强资本与产业、科技的融合机制，引导资

本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资本边际回报率较高的领域，避免资金配置时的脱实向

虚倾向，提升资本市场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效率。同时，应强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创新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

技保险等业务，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环境。

四是应促进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良性互动，更好发挥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内需的带动

作用。本文发现，三大效应中，收入效应在驱动结构转型中的作用最为关键，因此应特

别重视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比如可以通过税收制度改革稳步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

分配中的比重，并以恩格尔效应所决定的需求升级牵引投资与供给结构的优化。优化

投资结构，引导资本投向产业基础再造、重大技术装备攻关、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关键

领域和薄弱环节。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盘活存量

土地资源，改造老旧厂房和闲置工业园，通过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推动消费

品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此外，也要将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

对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加大法治打击力度，大力促进消费，形成供给与需求动态

平衡、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

的内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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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勇等：禀赋结构、适宜技术与结构转型

Endowment Structur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WANG Yong, JIANG Yangtian and YUE Weizheng
(Institute of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Summar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has made strategic arrangements for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emphasizing the need to con‐
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market-bas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of production. 
China is currently in a critical stage of transitioning from a major industrial country to an industrial power‐
house, with its industrial structure continuously shifting toward industry and services.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lagging factor market development and insufficient allocation efficiency continue to hinder industrial 
upgrading. Moreover,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reforms of market-bas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explained. Theoretically, most existing studies examine the Engel 
effect, the Baumol effect, or the impact of a single factor in isolation. They lack an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multi-channel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drives transformation and often 
treat the selection of industrially appropriate technology as an exogenous variabl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unified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involving three factors (physical 
capital, high-skilled labor, and low-skilled labor) and three sectors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services). It sys‐
tematically explains three cor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the factor endowment structure drive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investment effect, the income effect, and the relative factor price effect. Using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s and microdata from 1995 to 2018, the study quantitatively assesses the differentiated im ‐
pacts of each mechanism and reforms of market-based allocation of factors through parameter calibration, nu‐
merical simulation, and counterfactual analysis.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Overall, the accumulation of physical capital was the dominant force 
driving China’s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1995 to 2018, with its impact exceeding 
the combined contribution from the growth in the number of high-skilled and low-skilled laborers. (2) The 
growth of high-skilled labor has played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driving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an it did before. (3) In the process of factor endowment-driven struc‐
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income effect has a significantly greater impact than the investment effect and the 
relative factor price effect. (4)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n the labor and capital markets have effectively facili‐
tate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riven the expansion of the industrial sector.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underscore the necessity of deepening reforms of market-based allocation of fac‐
tors. Key recommendations are fourfold. (1)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
tions for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s by improving transaction rules, enhancing the supervision of factor trad‐
ing, and dismantling institutional and mechanism barriers to the free flow of factors such as land, labor, capi‐
tal, and data. This will help realize market-determined factor prices, orderly factor mobility, and efficient and 
fair resource allocation. (2) The rational flow of labor, especially high-skilled labor, should be guided by in‐
creasing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improving lifelong vocational skills training systems tailored to industri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removing institutional barriers such as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disparities 
in social welfare, obstacles to cross-regional social security transfers, and barriers to professional qualifica‐
tion recognition. (3)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allocation toward the real economy, 
particularly sectors with high marginal returns,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advanced manufactur‐
ing, by developing a multi-tiered capital market,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 of direct financing, and innovat‐
ing financial services such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edge financing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urance. 
(4) Domestic demand potential should be stimulated by leveraging the key income effect, which can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tax system reforms to steadily increase the share of residents’ income in national in‐
come distribution. 
Keywords: Endowment Structure; Technology Selectio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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